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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DETAILS ABSTRACT

Article History: 区域差异性和风格界限的确定一直是岩画研究者长期以来感兴趣的话题。然而，对支撑区域性和区域差
异性概念的社会进程的理解一直很难。本文通过对学习、领地行为和交流网络有关的桑人民族志材料的
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以确定岩画区产生的可能过程。3个空间上不同的岩画区——格罗特温特霍克山
脉 (Groot Winterhoek Mountains) (南非东开普省) (Eastern Cape, South Africa) 、马罗提—德拉肯斯堡 
(Maloti-Drakensberg) (南非和莱索托) (Lesotho and South Africa) 和赛德伯格 (Cederberg) (南非西开普省) 
(Western Cape, South Africa) ——作为一个案例进行了研究。根据民族志材料，对社会进程如何解释相距
甚远的岩画群之间在图案选择和图像制作方面的异同提出了建议。如格罗特温特霍克和赛德伯格的岩画具
有很强的相似性，而这两个地区的岩画与马罗提—德拉肯斯堡的岩画又存在着相应的差异性。根据民族志
材料，实践社群的概念显示了可能存在的远距离信息交流机制，这有助于解释某些地区的相似性和其他地
区的差异性。

1.前言

直到20世纪70年代，区域差异性还是非洲南部的桑人 (San，即布须曼
人——译者注) 狩猎者—采集者1 (hunter-gatherer) 在岩石2艺术 (“岩
石艺术”即岩画，下文均按岩画翻译—译者注) 研究领域的一个主要焦
点 (如Burkitt, 1928；Van Riet Lowe, 1952；Rudner和Rudner, 1970)
。意识到这类岩画在本质上具有宗教性质，促使从帕特里夏·文尼科姆 
(Patricia Vinnicombe) (1976) 和大卫·刘易斯-威廉姆斯 (David Lewis—
Williams) (1981) 开始的研究人员，注重查询民族志记录，以获取有
关桑人仪式和信仰的信息。这项工作使南部非洲的岩画成为世界上最
容易理解的岩画之一。这种向解释性方法的转变意味着基于旧文化历
史方法的许多关于区域性的隐性假设仍然存在。研究强调了在整个次
大陆的岩画中，信仰是如何以不同方式来表达的 (例如，Challis, 2012
；Mguni，2015)。然而，考虑到岩画的区域差异性以及这些差异对岩
画制作者的影响，而且这是一个尚未开发但正在逐渐兴起的研究领域 
(Laue, 1999, 2019; Hampson et al., 2002, 2015; Nhamo, 2012; Ndlovu, 
2013)。所以在本文中，我将目光从桑人的宇宙观方面转向桑人的民族
志方面，这有助于了解为什么我们在次大陆的岩画中看到了相似性和
区域差异性。

次大陆许多地方发现的岩画缺乏与桑人信仰和生活方式直接相关的历
史材料和民族志材料。这种缺失导致岩画研究者转向19世纪由威廉·布
莱克 (Wilhelm Bleek) 和劳埃德 (Lucy Lloyd) 对卡鲁北部 (the northern 
Karoo) 的哈姆桑人 (|xam San，桑人的一个分支，现已灭绝——译者注) 
进行的记录 (例如，Bleek和Lloyd, 1911；Digital Bleek和Lloyd n.d)，以
及从20世纪50年代起，来自卡拉哈里 (Kalahari) 的各种描述 (例如Lee, 
1968; Katz, 1982; Marshall, 1999)。尽管有一些担忧 (如Solomon, 2011
：113)，但整个次大陆信仰的相似性表明存在着一个“泛桑人认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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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all, 1970: 18; Lewis—Williams, 1984: 227)。这些相似之处延伸到
桑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领地组织、亲属关系和性别关系，都
是“跨越经济、文化、语言和‘种族’界限”而共享的(Barnard, 1992: 3)。
这些特征的普遍性以及对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技术的研究表明，整个次
大陆的手工艺品制造具有广泛的相似性 (Deacon, 1984; Lombard et al., 
2012)，表明这些共性也可以追溯到过去。世界观的广泛相似性的证据
和民族志方法的成功运用意味着，尽管不是没有问题，但在19世纪和

20世纪获得的桑人民族志信息，可以作为了解次大陆其他地区过去生
活方式的来源。

我选择了调查桑人民族志3记录中，与学习、领地行为和民族与思想的
运动有关的领域。通过对这些方面进行仔细考虑，我们可以更好地了
解整体的互动和信息交流，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到岩画的诞生。
通过比较研究，我研究了这种历史学和民族志的证据，如何帮助我们
理解和解释南部非洲岩画的区域相似性和差异性。

2. 学习

在任何关于地区差异性的调查中，学习产生的社会机制和背景框架都
值得考虑。通过学习绘画和参与这项活动，画家将成为实践社群的一
员 (Lave和Wenger, 1991; Wenger, 1998)。学习者将参与到更大的“
积极参与社会群体的实践以及与这些社群相关的身份构建过程中去” 
(Wenger, 1998: 4, 原文为斜体字)。学习影响着一个人如何欣赏世界上
重要的事物，如何进行某些活动，一项活动与社会的相关性最终决定
一个人如何看待世界中的自己 (Wenger, 1998: 5)。通过了解文化传播
的可能途径，我们可以从总体上辨别出可能会对从事狩猎—采集的图
像制作者过去所描绘的图案造成影响的各种因素。

遗憾的是，没有关于石器时代晚期直接的民族志证据，来描绘图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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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学习和学徒过程。对桑人绘画为数不多的认识之一，来自于20世
纪30年代莱索托的巴普提人 (Baputhi) 马波特 (Mapote)。19世纪末，
他在避难所里和桑人一起学习绘画。他描述了“真正的”桑人是如何在洞
穴的一侧作画的，而他和他的半桑人兄弟 (他父亲的桑人妻子的儿子) 
在另一侧作画 (How, 1962: 33)。从马波特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的绘
画制作过程。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不一定是画家 (同一个实践社群)，
但也参与了颜料的制备工作 (How, 1962: 34)，这表明次等的实践社群
会影响到图像最终绘制的结果。许多关于颜料的配方中可能有关于所
使用颜料的记录，但不幸的是，这些几乎都是第二或第三手资料，而
且没有讨论颜料的制作过程 (参见Rudner, 1982，了解颜料和颜料制作
相关的文献综述)。

在缺乏关于个人如何获得绘画技能具体信息的情况下，我调查了在有
民族志记载的桑人社会中关于学习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关于Ju|’hoan4人
的叙述 (见图1)。这些族群不制作岩画，并且有关措迪洛山 (the Tsodilo 
Hills) 上的图像对其而言所具有的有意义的信息很少，而这是他们附近
地区唯一的岩画 (Campbell et al., 1994: 155)。尽管如此，研究仍令人
信服地指出，卡拉哈里人的信仰与更南边的桑人族群的信仰有显著的
重叠 (Lewis—William和Biesele, 1978; Lewis—Williams, 1992)。

有迹象表明，并非特定社群的所有桑人都是图像制作者。斯托 (Stow) 
(1905: 200, 230) 指出，图像制作是由特定的人完成的。画作的主题
指向了宗教仪式、实践和精神世界的各个方面，这是仪式专家或萨满
5的领域 (Lewis—Williams, 1995: 145)。绘画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
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为了传达精神世界的愿景。因此，在图像中使用
隐喻可以帮助新手萨满为进入出神状态作好准备，并将有时令人恐惧
的经历减少到可控的范围内 (Lewis—Williams和Loubser, 1986: 280; 
Lewis—Williams, 1988: 142)。画家们很可能本身就是萨满 (Lewis—
Williams, 2019: 96—98)。甚至有可能，除了“雨之萨满”和“游戏之萨

满”外，另一个重叠的类别“颜料之萨满”也被认可(Lewis—Williams, 
2019：97)。因此，我专注于仪式专家如何获得进入出神状态和治疗的
能力。

从民族志角度观察，桑人社会的核心仪式是出神或治疗性舞蹈 (Lee, 
1968; Marshall, 1969)。随着舞蹈的加强，仪式专家们的精神能量被
激活，他们进入一种出神状态，从而与精神世界有了联系 (Katz, 1982: 
34—36)。通过这种舞蹈，许多有抱负的治疗师 (即“萨满”) 学会了
如何进入出神状态 (Katz, 1976, 1982；也见于Lee, 1968；Marshall, 
1969)。与桑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儿童并没有与成人世界分开 
(Draper, 1976)。整个村庄，包括小孩子都会这种舞蹈 (Katz, 1976: 
286; Marshall, 1999: 50)。因此，出神是正常社交的一部分。而大多数
Ju|’hoan人，即使他们从未学习过如何进入出神状态，也能描述出出神
的感觉 (Katz, 1976: 289—290)。儿童从观察和参与中学习这种舞蹈，
而不是通过正式的指导 (Marshall, 1999: 50; Lee, 1968: 46)，但只有在
成年后，真正的训练和进入出神状态的尝试通常才会开始 (Lee, 1968: 
47)。

尽管诱导出神状态很困难，很可怕，有时甚至很痛苦 (Lee, 1968: 49; 
Katz, 1976: 290)，但几乎所有的年轻Ju|’haoan男子都渴望成为萨满 
(Lee, 1968: 46; Katz, 1976: 289)。成为“萨满”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在
Ju|’haoan社会中，大约一半的男性和三分之一的女性6都在学习如何进
入出神状态 (Katz, 1976: 285；也见于Lee, 1968: 51)。

那些想要学习如何达到出神状态的人，会向有经验的萨满寻求帮助 
(Katz, 1982: 118—140)。在跳舞过程中，新手会抱着长辈的腰部，通
常会在3到5个晚上的舞蹈中提供帮助。之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新手能
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进入出神状态 (Silberbauer, 1965: 99)。同样，
当获得造雨技能时，这是一项属于“萨满”的活动，新手要经历一个学
徒期，他们要协助造雨者 (Hewitt, 2008: 214)。学习是经验性的而不
是教学性的 (Lee, 1968: 51; Katz, 1976: 294)。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手
萨满”通过实践，从“观察性的”转变为“实践文化” (见于Lave和Wenger, 
1991：94—95关于这些术语的讨论)。一个人观看舞蹈并以新手的身
份参与其中，一旦他开始学习，就会通过参与舞蹈来进入出神状态，
并成为该实践社群的一部分。仪式专家可以与他人自由地分享他们的
出神经验。虽然长者帮助学生们进入出神状态，但精神世界的幻象和
体验都是学生自己的，并且一些怪异的见解也被接受 (Biesele, 1978: 
937—938)。在讲故事和宗教启示的叙述中都可以看到个人主义的影子 
(Biesele, 1978: 937; Guenther, 1979: 106; 2006: 252)。

当新的“萨满”能够进入出神状态时，他们也“获得”了后来被固定在岩壁
上的图像 (Lewis—Williams, 1994: 279—281; 1995: 149)，但他们仍
然需要学习如何绘画。显然缺乏初学者的绘画尝试的任何痕迹，这让
研究人员感到困惑 (例如Rudner和Rudner, 1970)。有一种解释可能是
学徒制，年轻的学习者先帮助完成简单的任务，诸如混合颜料，然后
到填充图像，最后完成更复杂的轮廓绘画任务，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
艺术工作坊。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工作坊中，学徒们会学习按照他们师
傅的风格进行作画，以至于有时很难分辨出是谁画的作品 (Koestler—
Grack, 2005: 34)。先前的图像制作实践 (以及岩石上已有的图像) 也会
影响到绘画的最终外观，从而使同一区域的画作具有类似的“外观”。虽
然学习图像制作的实践是在个人层面上进行的，但这种学习是在社群
的世界观中进行的，这也有助于某个地区的岩画的相似性。

这些岩画可能与讲故事有着相似的目的；这是一种将出神经历传递给
他人的手段 (Lewis—Williams, 2019: 77—79)。人们在出神中看到的
是他们自己所期望看到的东西。看到岩画图像会让“萨满”对出神体验有
更多的了解和期待；这些可能会成为他们自身练习项目的一部分。因
此，在出神的幻觉和岩画图像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个反馈回路 (Lewis—
Williams, 1995: 145)。通过这种方式，出神舞蹈和绘画将“作为……
灌输集体认同感的机制” (Guenther, 1999: 196)。独特的图像 (Dowson 
1988) 以及特定区域的图像 (如Hollmann, 2005)，都可能指向个人的宗
教启示。特殊区域的图像可能在某一特定地区特别有影响力，并在该
实践社群内传播。

3. 领地行为

对桑人如何看待领地的调查可以深入了解人的流动，从而了解思
想在景观中的流动以及如何看待边界的问题。乔治 ·斯托 (George 
Stow，1905) 和艾萨克·沙帕拉 (Isaac Schapera，1930) 在19世纪末和
20世纪初的著作中，根据历史、传教士和早期旅行者的报告，提供了
一些关于桑人社会组织的稀缺信息。虽然当时的欧洲人和殖民者并不

普遍理解这一点，但桑人并不是没有方向的游牧民族，而是与这个地
方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这些曾经强大的布须曼 (Bushmen) 部落的孤立幸存者们顽强地坚守在
他们古老的洞穴里，令人惊讶。他们宁愿在悲惨的生活中度过一生，
只要能留在自己生活的地方，而不是跟随他们的种族迁徙到很远的地
方，这将迫使这些不幸的被驱逐者们永远抛弃他们，这是他们无法忍
受的 (Stow, 1905: 228)。

沙帕拉 (1930) 写道，每个狩猎队的成员都生活在一起，通过通婚、
贸易和访问进行的互动是日常而频繁的。每个部落都控制着一个有限
的狩猎区，通常是在一个水坑周围，其范围由自然地标界定。沙帕拉 
(1930: 78) 提到了这些狩猎领地的大小。在纳米比亚 (Namibia) 的大
泉源 (Grootfontein) 地区，面积估计有700平方公里，他觉得这有点夸
张。其他民族志资料表明，当时的领地可能没有这么大。

迪肯 (Deacon，1986) 根据布莱克和劳埃德档案中未发表的资料，确
定了19世纪70年代生活在北开普省的3个不同的哈姆桑人族群：平地
布须曼人，草地布须曼人和山地布须曼人。在19世纪，这些族群占据
的面积虽然不到600平方公里，但其中至少有3个可靠的水坑 (Deacon, 
1986：152)。有证据表明，尽管这些族群的成员旅行了很远，但他
们认为是家的地方都在一天的步行范围内 (Deacon, 1986: 152—153)
。哈姆桑人教师们详细介绍了这些族群的物质文化和实践之间的差异 
(Deacon, 1986: 151; Deacon, 1996)。其中包括所穿兽皮的种类，食用
狒狒的情况 (据说有一个族群吃狒狒，另一个族群不吃)。鸵鸟蛋壳珠
子 (一个族群制作，而另一个族群不制作) 和箭头的差异 (Deacon, 1986: 
151; Deacon, 1996: 257, 259)。也有证据表明，这些族群的成员之间进图1：讨论的有民族志记载的桑人族群的位置，以及文中提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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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通婚，这表明他们之间的边界是不固定的，具有流动性和互动性 
(Deacon, 1986:151)。尽管如此，他们的宗教观和世界观在本质上是相
同的，不同的族群认识并尊重相同的药师 (Deacon, 1986: 153)。此外，
这3个地区的岩画的内容和风格是相似的 (Deacon, 1986: 153)。这种一
致性表明，“信仰比技术更持久” (Deacon, 1996: 247)。

不久前，卡拉哈里沙漠的Ju|’hoan族群在进行一年一度的狩猎和采集
活动时，几乎没有什么紧张关系。生存区域的边界得到了承认，但
这些边界是模糊的、不设防的并且高度灵活的 (Lee, 1965: 136, 1972: 
130, 1979: 351)。人群是不断迁徙流动的，每个家庭都独立行动。在
Ju|’haoan人中，一个核心区域而非一个家庭或族群的成员构成了一个
部落 (Yellen and Harpending, 1972: 246)。术语“群体”一词指的是使用
一个区域的松散的家庭集合，但单个家庭的活动范围并不总是与该区
域的边界相符 (Yellen and Harpending, 1972: 246; Sampson, 1988: 17)
。尤其是年轻男子，会长途跋涉去拜访和寻找结婚对象。考古证据表
明，卡拉哈里地区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的土地利用模式与民族学上观
察到的土地利用模式非常相似 (Yellen and Harpending, 1972: 250)。似
乎有两种类型的边界、空间和社会，而不同族群在空间中的行为方式
与其领地的文化概念并不相同 (Lee, 1972: 126)。

有亲缘关系的兄弟姐妹“拥有”的水坑形成了领地的中心(Lee, 1972: 129)
，图2绘制了多贝地区的9个领地 (Lee, 1965: 134)。在20世纪60年代
初，当这一民族志被记录下来时，这9个地区有15个独立的营地。所有
族群都能获得永久性水源，但有些族群会共用水源。当两个或多个营
地之间有密切的亲属关系时，就会出现两个或更多营地共享领地的情
况。在多贝地区，两个部落的首领是兄妹，而在!goše，4个营地的首领
则是同一位女性的后裔 (Lee, 1965: 136)。同样地，格维人 (G|wi) 承认
的领地“所有者”，是最初定局在此的人的后代。“所有者”是游客首先问
候并请求允许留下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部落的其他成员没有发言权 
(Silberbauer, 1965: 71)。

卡西丹 (Cashdan，1983) 的研究考虑了资源的可用性，以及这可能对
卡拉哈里地区的桑人族群领地产生何种影响。领地是对一个地区的控
制，和对一种或多种资源使用的限制 (卡西丹, 1983: 47)。桑人利用社
会边界而非土地的外缘进行防御。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控制进入领地本
身，而是对有权进入该区域的社会群体进行控制 (卡西丹，1983: 49)。
桑人有双边的领地继承权，主要归属于个人所决定居住的领地，但这
可能会在他们的一生中发生变化。因此，族群之间的人口流动并不罕
见，因为人们通常有权进入多个领地 (卡西丹，1983: 53)。自然特征限
定了领地的边界。

在卡拉哈里，民族志证据表明，在资源匮乏的地区，领地面积会增加 
(卡西丹，1983)。如果这种模式适用于次大陆不同地区以及更久远时
代的桑人社会，我们可能会看到，资源较多地区的领地面积会更小。
目前使用同位素分析的研究表明，情况正好相反 (Sealy，2006；Sealy
和Pfeiffer，2000)。考古发现表明，生活在相距不到14公里的两个族
群，显示出非常不同的同位素特征，其中一个表明他们的饮食富含海

洋食物，而另一个则表明他们的饮食多为陆地食物。据推测，如此明
显的饮食差异表明，这些群体之间几乎没有联系 (Sealy, 2006; Sealy和
Pfeiffer, 2000)。然而，岩画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在次大陆大片地
区的狩猎采集岩画中，类似的图像和描绘方式表明了跨地区的知识交
流。这可能意味着地域行为较少，也可能表明思想的共享与食物资源
共享的动力不同。但由于这些图像的年代测定很复杂，所以很少能获

得直接年代 (参见Bonneau et al., 2011; Bonneau et al., 2016; Bonneau 
et al., 2017)。这种大范围的模糊可能是由于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流动，但并不是所有的相似性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这可能是因
为，正如迪肯 (1986, 1996) 所研究的族群一样，饮食习惯的差异并没
有阻止互动，包括通婚。

从民族志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互动的水平影响着思想的传播。共
同的潜在亲属关系结构往往出现在属于同一语言的族群中(Barnard, 
1988: 32)。格维人与Ju|’hoan人有很大不同，而纳罗人 (Naro) 则介于
两者之间。这是因为，虽然纳罗人在语言上与格维人更相似，但他们
与Ju|’hoan人有长期的接触历史 (Barnard, 2007: 109)，因此，他们的
思想是共享的。流动的边界和不同族群之间的人员流动表明，不同的
岩画区之间不太可能存在着硬性边界。这种差异性更可能是由于信息
交流的程度和强度，而不是有意识地决定在不同的区域做出不同的图
像。

4. 交换网络和人口流动

哈若 (Hxaro) 7和类似的礼物交换行为是另一种在广大地区进行信息交
流的途径。威斯纳 (Wiessner，1977) 记录了哈若的做法，这是一种地
区性的延迟交换礼物的制度，以降低Ju|’hoan人的风险。哈若交易所
不是一对一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是以连锁的方式运行 (威斯纳，1977: 
188)。这些哈若链可以延伸数百公里(威斯纳，1986：109)，并通过
哈若伙伴的访问鼓励人口流动，有时距离可达200公里 (威斯纳, 1986: 
107—108, 2002: 421)。

交换伙伴关系也让年轻男性可以四处旅行并寻找配偶，年轻男子结婚
后需要完成新娘服务。这些年轻人会去和新娘的家人一起生活，有
时长达十年之久 (Marshall, 1959; 威斯纳，2002: 418)。还有证据表

明，南部的桑人族群哈姆桑人的神话和故事中也有新娘服务(Lewis—
Williams, 2015: 84, 2018: 145; Thorp, 2015: 167)。这些年轻人本可以
充当信息交流的渠道，并从遥远的地方带来新的思想。

交换网络和新娘服务为长途旅行提供了机会。考古学家 (例如Wadley, 
1987；Mazel, 1989) 对使用哈若交换网络的想法提出了批评 (参见
Mitchell, 2003, 2005:160—161)。并非所有卡拉哈里地区的桑人都使
用这种做法 (Barnard, 2007: 75)，因此在时间和空间上推广这一理念存
在问题。然而，有证据表明，在其他群体中也有类似功能的系统。例
如，卡拉哈里中部的群体有一个长期借贷系统 (Kent, 1993: 496—497) 
：“共享是一种构建、维持和延续社会关系的机制” (Kent, 1993: 498)
。即使哈若的确切机制在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并不相同，
但有证据表明，史前时代物体移动的距离很远 (至少可达200公里) (例
如Wendt, 1976: 39; Deacon, 1984: 171; Mitchell, 1996: 37; Ouzman和
Wadley, 1997: 393—394; Stewart et al., 2020)。思想很可能也在这些
交流网络中传播。比塞尔 (Biesele，1993: 67—70) 讲述了长颈鹿药歌
在卡拉哈里沙漠传播的故事。虽然有不同的版本，但这首歌似乎出自
一个人——贝赫之手 (Beh，1992年去世)，而这首药歌的力量帮助它

迅速从纳米比亚向东传播到博茨瓦纳 (Botswana)。甚至有证据表明，
它向南传播了数百公里，传播给了其他讲克里克 (click) 语的人 (比塞尔, 
1993: 69)。

民族志 (基纳汉, 2017) 和2000多年前的考古记录 (基纳汉, 2018) 
中关于流动 “萨满 ”的证据揭示了信息交流的另一个渠道。基纳汉 
(Kinahan，2017: 562) 总结了威斯纳未发表的，关于四名Ju|’hoan“萨
满”在卡拉哈里沙漠中活动的资料。这些仪式专家的活动范围在25到
225公里之间，访问了相距100公里的10个或更多的营地，占地面积超
过14000平方公里 (基纳汉，2017: 562)。这种“萨满”活动的规模可能与
参与交换网络族群的社会网络的规模相似 (基纳汉，2017: 564)。如果
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做法，那么这也是对大面积岩画风格看似统一的
另一种解释。这些“萨满”可能带来了新的想法，甚至可能与他们访问的
不同族群一起绘画。

5. 案例研究：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马罗提—德拉肯斯
堡和赛德伯格的比较研究

如果像我猜想的那样，学习绘画和学习进入出神状态的过程是相似
的，那么这种民族志信息就为研究南部非洲狩猎采集者岩画的异同提
供了基础。最初，“萨满”/图像制作者将成为一个小型实践社群的一
部分。单一群体会受到一位或多位长者以及在岩石表面已有绘画的影
响。由于桑人社会的流动性和跨越遥远距离的互动性，关于画什么和
如何画的不同观念会传播到比单一领地更为广阔的地区。考虑到这一
点，我研究了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的图像，并将它们与马罗提—德
拉肯斯堡和赛德伯格这两个地区的岩画进行了比较。尽管这里得出的
结论是基于案例研究中的图像，但这些结论更广泛地适用于次大陆其

图2：卡拉哈里的多贝地区由15个族群共享9个领地 (根据Lee 1965: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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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区狩猎采集者的绘画和石刻。

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位于开普省南部褶皱带 (the Cape Fold Belt) 的
东端，在格贝哈 (Gqeberha) 西北约40公里处 (图3)。直到最近 (Laue, 
2017)，这方面的研究很少。该山脉几乎等距地坐落在马罗提—德拉肯
斯堡和开普省西部的赛德伯格这两个研究较好的地区之间 (图3)，但似
乎与后者有更多的关系 (Laue, 2016, 2017)。

之前的研究表明，从赛德伯格以北沿南开普省海岸延伸的岩画形成了
一个西部/南部开普省地区，而在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发现的图像则被
认为形成了第二个区域 (图3) (例如Burkitt, 1928; Van Riet Lowe, 1952; 
Rudner和Rudner, 1970; Willcox, 1984; 另见Laue, 2020)。早期对南部
非洲岩画的分析是基于模糊的风格概念。整个开普省南部/西部地区

的岩画被描述为不如马罗提—德拉肯斯堡 (如Burkitt, 1928) 更原始 (
如Willcox, 1984) (图4)。在西/南开普地区，人们注意到了模糊的红色
背景 (Burkitt, 1928) 和以明亮的单色为主导的图像 (Burkitt, 1928; van 
Riet Lowe, 1952; Rudner and Rudner, 1970; Willcox, 1984)。这些图
像被认为更具风格 (Rudner和Rudner, 1970)，但对动作的描述却很差 
(van Riet Lowe, 1952)。

相比之下，马罗提—德拉肯斯堡的图像中含有丰富的双色和多色。许
多动物图像的颜色都较深，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出“有活力的行动”。
少量的形式主义和手印缺失的情况也被提及 (Willcox, 1984: 203)。对
这些早期的的研究人员来说，岩画差异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
风格等同于不同的民族 (见Laue, 2019: 5—17)。

格罗特—温特霍克山的岩画位于之前被定义为西/南开普地区的东部边
缘，属于“泛桑人的萨满教世界观”的范畴 (Laue, 2017)。虽然与精神
出神有关的意象，如“鼻子流血”，手臂向后的姿势，“手放在鼻子上”
的姿势和人兽组合 (Lewis—Williams, 1998: 87; Lewis—Williams and 
Pearce, 2004: 99—100) 是罕见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但是有许多其他
的图像类别将该地区的图像牢牢地置于“萨满教”的范畴内 (Laue, 2017: 
表5)。这些“舞蹈片段”图像的稀有性与在赛德伯格岩画中发现的一致 
(Yates et al., 1985)。在该地区发现的对出神舞蹈和附体的描述被认为
代表了舞蹈的一个侧面，伴随着“出神的隐喻”，如“飞行”，“水下”和“死
亡”。岩面上的图像从岩石表面的裂缝和台阶中出来或消失，这与次大
陆其他地区的情况一致。岩面被看作是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面
纱；因此，将岩石的自然特征融入到岩画中，为其提供了更进一步的“
萨满教”背景 (Lewis—Williams and Dowson., 1990)。

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和马罗提—德拉肯斯堡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是
绘画的方式。我所说的“绘画方式”是指图像是如何制作的，包括颜色，
技术(单色，双色，多色)，图像是否颜色较深，以及图像的表现方式，
例如人物是奔跑的还是站立的，以及羚羊是从侧面还是其他角度描
绘的 (图5) ？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的单色图像比例更高：文尼科姆 
(1976) 在德拉肯斯堡的研究中为89%比64%。这一比例与赛德伯格更
为一致，威尔特希尔 (Wiltshire，2011) 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岩
画点数据库。威尔特希尔发现，在所分析的2426个岩画点中，所有岩
画点都有单色画，只有不到13%的岩画点有双色画，甚至有更罕见的
彩色画 (pers. comm., 2021;另见Hollmann, 1993: 16)。如果将2014—
2020年间在SAHRIS (南非遗产资源信息系统) 上记录的未发表的东赛

图3：基于之前研究的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和西/南开普地区的范围 
(van Riet Lowe, 1952: 区域2和区域3; Willcox, 1984:区域3和区域4)，
这些地区似乎形成了两个在主题选择和描绘方式方面都截然不同的岩

画区

图4：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 (A—C)、马罗提—德拉肯斯堡 (D—F) 和赛德伯格 (G—I) 的景观、庇护所和绘画岩面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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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伯格岩画资料集包括在内，那么单色画的主导地位将进一步加强 (迪
肯和威尔特希尔pers. comm., 2021)。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西开普省
的单色图像居多，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不同的风化作用，在这种风化作
用下，更易褪色的黑白图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了。在西开普
省和南开普省的图像中，亮红色颜料的使用占主导地位 (Burkitt, 1928; 
van Riet Lowe, 1956; Rudner和Rudner, 1970; Willcox, 1984)。虽然红色
是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和赛德伯格 (Laue, 2017) 以及马罗提—德拉肯
斯堡 (例如Lewis—Williams, 1981) 的主要颜色，但与前者的亮橙色/红
色相比，后者通常是更深的褐红色 (图5)。

动物形象的侧面表现在狩猎者—采集者的细线岩画中最为常见。但在
马罗提—德拉肯斯堡中也出现了正面、后方和俯视等其他视角(例如
Pager, 1971: 330)。这3个地区的画作都是用细线技术绘制完成的，也
可能是用毛笔，但在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和赛德伯格，手指点和手
印更为常见 (Laue, 2017)。赛德伯格和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地区的图
像显示了更为受限的身体姿势和活动范围，并被描述为更加的“风格化” 
(图6; Rudner和Rudner, 1970: 179)。而Rudners (1970) 用“风格化”一词
来描述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和赛德伯格的图像，但这并没有触及到

产生差异的核心。在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的“舞蹈场景”中 (图6B)，图
像是单色的，没有刻画细节，而且很一致。而那些来自马罗提—德拉
肯斯堡 (图6A) 的作品则是多色的，并且画得更细致。后一张图片展示
了舞者“在沙地上制作的沟槽”，“治疗”在画面的中央进行，以及“萨满”
描述的出神过程中看到的“疾病之箭”。虽然我相信两位画家描绘出神舞
蹈的意图是相似的，但描绘的方式却截然不同。

另一个显著的区别是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和赛德伯格缺乏叠压关
系。在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可以看到多达七层叠压的图像(Russell, 
2000: 68)，而在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和赛德伯格地区的叠压图像却
非常罕见，很少能看到两层以上的图像。

我只强调了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和周边地区的岩画与赛德伯格的岩
画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以及它们与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岩画的区
别。问题是，民族志记录如何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相似性
和差异性？图像类型的一些相似性可以归因于广泛的泛桑人认知系
统，但其他图像无论是在绘制内容上还是在绘制方式上都如此具体，
以至于需要假定在广泛的地区之间进行了信息交流 (例如Laue, 2021)。

图5：A和B是来自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的图像，C是赛德伯格的一个岩画点，而D来自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地区。请注意，与马罗提—德拉肯斯堡
的褐红色和颜色较深的多色图像相比，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和塞德伯格的图像为亮红色，并且绝大多数为单色图像。

图6：马罗提—德拉肯斯堡 (A) 和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 (B) 出神舞蹈绘画的重绘。请注意描绘的方式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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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讨论

在南部非洲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会
看到庇护所墙壁墙上的绘画图像，甚至可能看到图像制作过程。这意
味着，即使在一个人学会绘画之前，他们对图像的“外观”就已经有了一
个概念。一旦开始学习或成为学徒，“新手萨满”将成为特定实践社群画
师的一部分。这时，关于图像应该如何制作，以及应该绘制何种主题
的想法将得到加强。然而，如果这是唯一的影响，人们的预期是，仅
仅在过去的各族群领地内部会发现许多类似的绘画。但这并不是我们
所看到的。在整个西/南开普省，包括赛德伯格和格罗特—温特霍克山
脉，都发现了非常相似的主题，它们以相似的方式绘制。许多图案非
常相似，但是独立构思的可能性极低 (例如Laue, 2021)。为了理解这些
相似之处，我将注意力转向了有关领地和人口流动的民族志。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桑人没有严格的领地概念，相反，边界是不稳定
的，群体之间有很多流动。当一个画家迁入一个新的族群时，他们会
带来关于如何绘画以及绘制何种主题的观念。这将导致实践社群的重
叠，这些实践社群将扩展到更大的区域，从而导致更大区域的相似
性。

基于民族志信息，图7提供了图像制作者将收到的各种外部输入，以及
这些输入将如何影响他们制作图像的“外观”。广泛地域内的信息交流和
人员流动可以解释这些相似之处，这使所有较小的实践社群形成了一
个横跨南开普省，北至塞德伯格的更大的实践社群。最初的学习可能
仅限于“萨满们”，或者可能是族群中的一个“萨满”。然而，图像制作者
绘制的内容将直接受到他们正在创作的避难所中的绘画以及他们在其
他地区看到的图像的影响。当“学徒萨满”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
地学习如何跳舞时，他们可能也学会了绘画或看到人们在绘画。交流
网络、参观和新娘服务也意味着人们将会迁徙并参与到遥远营地的生
活，在此期间，他们可以交换信息以及图像制作的方法。民族志的证
据表明，远距离的相似性不仅是意料之中的，而且应该是常态。

虽然民族志资料解释了格罗特—温特霍克山脉和赛德伯格的图像之间
的相似性，但它们在解释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山脉中的明显差异方面
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关于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和格罗特—温特霍克山
脉之间的信息交流的证据有限，其中有一幅描绘颜色较深的多色麋鹿
作品，另一幅描绘了一条“细红线”，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图像只出现在马
罗提—德拉肯斯堡地区 (Laue, 2016: 269–270)。问题是，为什么这两
个区域之间的信息交流较少？

画家将受到自然 (地质、气候、原材料、动物群、风化) 和文化 (动机、
学习、社会期望、已绘制的图像) 的限制 (Laue, 2019: Ch. 8)。信仰和绘
画意义的相似性意味着这3个地区的绘画动机可能相似，但缺乏信息交
流意味着马罗提—德拉肯斯堡的图像制作者所看到的岩画、他们学习
绘画的方式以及绘制的具体图案是不同的。这些主题和绘画方式的差
异性都指向了不同的实践社群，几乎没有重叠。为了解释信息交流的
匮乏，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民族志的数据。

可能的解释是时间/或生态上的差异。对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岩画的

年代测定表明，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过去3000年 (Bonneau et al., 
2017)，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Lewis—Williams, 1986)。在格罗特—
温特霍克山脉尚未进行测年，但接触性图像的缺失可能表明，其年代
更为古老，并在主题的选择上显示出差异性。纳罕 (Nhamo，2012) 提
出，环境差异是导致津巴布韦 (Zimbabwe) 地区差异的一个因素，这很
可能是本案例研究中的一个因素。开普省西部/南部地区的主要生物群
落是覆盖在开普省褶皱山脉上的凡波斯生物群落 (Fynbos Biome)，而
马罗提—德拉肯斯堡的生物群落则在发现于更冷的、海拔更高的草原
生物群落中 (Rutherford et al., 2006: 32)。开发一个拥有不同动植物资
源的地区可能需要不同的狩猎和采集策略，从而阻碍了迁徙。

虽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充分解释所见的广泛差异，但民族志资料表
明，相似性和差异性不能用文化—历史的方法来解释，这种方法将差
异归结为语言差异或种族差异等简单化的解释。变化可能不能归因于
边界的确定或领地的划分，而是可以用信息交流或缺乏信息来解释，
从而导致实践社群在实践和空间上的离散或重叠。这里得到的结果对
空间和时间的变化都很关键。我们不能指望找到与民族志材料的具体
对应关系，而是期望找到一个模型来理解图像和图像制作中的相似
性，并识别可能导致差异的因素。在比较广泛分离的图像时，距离也
可能是限制信息交流的一个因素。然而，我相信，上述基于民族学资
料的模型也可以解释南部非洲其他地区的狩猎采集岩画的变化。

7. 结论

先前被岩画研究者所忽视的与学习、领地行为和交换网络有关的桑
人民族志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图像意义之外的诸多方面。在不
同语言的桑人族群的基础上，一个共同的结构解释了这些文化的多样
性和统一性 (Barnard, 1992: 29, 301—302)。在南部非洲，赞比西河 
(Zambezi) 以南的石器时代晚期的岩画具有广泛的相似性 (Lombard et 
al., 2012)。而在次大陆的岩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人们可能在当地的
环境中，以不同的侧重点和不同的“做事方式”来借鉴汲取共同的理念 (
见于Cummings, 2007: 507–508)。

民族志资料指出了图像制作时的文化传播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桑人是
如何看待边界和领地的。我们不能假设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和过去一
样，但我们至少可以用民族志作为一个出发点来理解图像中的异同。
主题和描绘方式的主要差异指向了时间或空间上的脱节，在这种情况
下，信息交换不能自由地进行。岩画艺术的差异并不一定指向文化差
异、地域差异或语言差异。相反，它们可能指向了几乎没有重叠的不
同的实践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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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从民族志资料中收集到的对图像制作者的众多影响因素，以及这
些因素如何影响最终产生的图像。尽管在此讨论的是格罗特—温特霍克
山脉、赛德伯格和马罗提—德拉肯斯堡的岩画艺术，但这幅图可以被看

作是解释次大陆其他地区的岩画艺术，具有广泛相似性的一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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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在民族志中描述的桑人狩猎采集者的祖先创造
了南非的细线岩画。但它们并不是石器时代的遗物。而且术语“桑
人”在时间上存在问题 (见Gordon, 1984; Pargeter et al., 2016)。在
本文中，我在讨论民族学时使用“桑人”一词，在讨论岩画时使用“
狩猎者—采集者”一词。

2. 使用“艺术”一词来描述非西方的图像制作，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术语 (
例如Lewis—Williams, 2002: xv; Nettleton, 2007: Ch. 1)。因此，我
尽可能地避免使用这个词，而用“图像”和“图像制造者”来代替 (见
Lewis—Williams 2019: 2)。

3. 由于大多数民族志资料都是20世纪的，而且本节中所讨论的许多做
法在今天仍然发生，所以我主要使用现在时态。

4. 一些民族学家用康族 (!Kung) 或 Ju|’hoansi 来表示生活在博茨瓦纳
北部、纳米比亚东北部和安哥拉西南部的桑人族群，但是我使用
Ju|’hoan。康族是!Xu(u)n的一个过时的拼法。它是一个更广泛的
术语，用于大方言集群中的各种人，语言学家将其称为Ju或!Xu (u)
n。除非特别说明，这些民族志描述的是讲Ju语的桑人，他们用
Ju|’hoan这个词来形容自己，意思是“真正的人/人” (Güldemann, 
perscomm., March 2020; see also Güldemann, 2014)。

5. 仪式专家被称为n||um “kausi (Ju|’hoan，北部) 和!gi:ten (|xam，南
部)。n|um ”kausi一词可直译为‘n|um的主人，或所有者’，在英语
中翻译为超自然的能量，一旦激活，就会导致出神 (Katz, 1982)
。!gi:xa (复数!gi:ten) 被译为“巫师” (Bleek, 1956: 358)，但根词!gi:
可以翻译为‘魔力’或‘效力’，而—xa则翻译为‘充满’ (Hollmann, 2004: 
199)。因此，这些术语被翻译为“超自然能量的拥有者”或“充满魔
力”，但在文献中，萨满一词被广泛用于这两种人。

6. 虽然下面的民族志描述集中在男性学习进入精神出神状态上，但是
卡茨指出 (1976年，尾注4：401) “对男人和女人来说，!kia[出神]
的教育过程基本上是相似的”。

7. 译者注：Hxaro是一种正式的送礼习俗，在卡拉哈里北部的一些布什
曼人或桑族人部落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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